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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

會學極為關注知識份子問題。布迪厄

的知識份子觀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

明，那就是知識場域（fields）及其慣習

（habitus），知識份子的階級和權力特

徵，以及知識的自由和知識份子政治。

布迪厄從文化社會學來研究知識份子，

首先是拒絕從預設的知識份子普遍定

義來討論知識份子問題。他認為，誰

是知識份子，哪些可以算作是知識份

子的基本特徵或素質，對這些問題的

回答本身就包含x不同利益的爭奪。

回答這些問題，關鍵在於要具備回答

這些問題的資格、權威和權力，而這

些資格、權威和權力是在不同層次的

社會和文化領域中形成和再生的1。

因此，從社會學研究知識份子，實際

上就是研究那些與此有關的社會文化

領域，布迪厄稱這種領域為「場域」。

知識場域和場域內慣習

布迪厄用文化經濟學來說明場

域。布迪厄的文化經濟學和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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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不同，它強調的不是自由的資

本交換，而是不自由的資本交換，也

就是那些在特定權力關係支配和影響

下的資本生產、流通和再生情況。在

布迪厄那²，場域指的是由尊卑、高

下、優劣等一系列關係構成的專業

場所。場域是由不同「位置」間的客在

關係所形成的「網絡」和「建構」，這

些位置由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所決

定2。形成場域的不同位置間存在x

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在不同位置上

行為者相互爭奪以獲取、積累或壟斷

不同形式的資本（物質、服務、知識、

身份、地位等等）。場域就是這些資本

生產、流通和佔用的場所。圍繞不同

類型資本的爭奪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場

域。知識（份子）場域就是象徵物品生

產者（如藝術家、作家、學者）爭奪象

徵資本的地方，知識份子場域的各種

體制、組織和市場都以象徵資本的生

產、流通和獲取為其主要特徵。

在布迪厄那²，場域不僅是解釋

文藝創作、學術研究和教育等具體知

識場域中文化資本運作的核心概念，

它也是把握其他場域的一般結構特徵

布迪厄的知識份子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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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般市場分析的限制。布迪厄很重

視不同場域所共有的「不變法則」或「普

遍機制」。布迪厄把場域看成是人們爭

奪有價值資源的場所，這種資源就是

不同形式的資本。當人們相互爭奪有

價值資源時，資源也就形成了「權力的

社會關係」3。知識場域中人們爭奪的

是文化資源或資本，這和人們在商業

場域中爭奪經濟資本，在政治場域中

爭奪權力資本形成了區別。在不同的

場域中，人們對甚麼是場域內最有價

值的資源這個問題本身就有爭議。所

以，場域的資本爭奪包括爭奪規定有

價值資源的合法性。

布迪厄強調，儘管現代社會中的

不同場域具有相對獨立的自足性和競

爭規則，但不同的場域之間存在x可

以相互參照的同型性。例如，在法國的

權力場域和精英高等教育場域之間就

存在x「結構同型」關係，學校越好，進

入權力高層的機會就越大4。又例如，

在律師和社會階級之間同樣存在x「同

型對應」關係，律師名位越高就越為上

層階級服務5。再例如，文化生產者

和消費者之間也有類似的同型關係，

從事大眾文化生產者在文化場域中的

低下地位與大眾文化消費者遭受精英

文化消費者的歧視是一致的6。

布迪厄用「慣習」來解釋存在於不

同場域間的同型關係。在布迪厄那

²，慣習指的是「不同領域間活動的統

一原則」7，慣習使得不同場域中的行

為者表現出相似的「稟性」（disposition）

傾向。場域分析的要旨並不在於確定

不同場域間全然客觀的區別，因為這

種貌似客觀的場域分析定然會將場域

和場域成員的行為割裂開來。「慣習」

這一概念強調的正是行為者與行為環

境的密切聯繫，所以它特別能說明那

些不受客在場域限制的跨場域的「結構

同型性」和「轉化關係」8。在布迪厄的

行為理論中，慣習和場域具有同等的

重要性，因為行為就是這二者相互作

用的結果。

在布迪厄那²，慣習所指的不是

個體性的、技能性的熟練習慣，而是

一種集體性的、持久的、規則行為的

生成機制。布迪厄強調「慣習」一詞的

關鍵是「稟性」。「稟性」特別能表述「慣

習」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義。它首先是

指「起組構作用的行為結果」，近似於

「結構」這一概念。它還指一種「存在的

方式，一種習慣狀態（尤指身體），特

別是指一種趨向、傾向、素質、偏

好」。因此，在布迪厄那²，「慣習」有

兩層意思，一是結構，二是傾向9。

慣習是外部條件結構轉變為自我期待

的結果，這一由外轉內的過程也就是

社會化的過程。在等級化的社會中，

不同的社會群體將實際生存可能性內

化而形成種種不同的行為傾向（自我期

待、應對方略、行事標準等等），這些

不同的行為傾向也就是不同的慣習。

慣習一方面在制約行為，另一方面又

在產生行為。慣習是行為的結構性限

制，但又是行為（包括觀察、自我期

許）的生成模式。

布迪厄把知識份子慣習概括為

「貴族禁欲主義」，與它相區別的是「及

時行樂主義」的有產階級（資產階級）慣

習。知識份子的貴族禁欲主義「趨向於

最廉價、最嚴格的閑逸活動和嚴肅甚

至苛刻的文化行為」，換言之，也就是

窮高貴。這種慣習在教師這樣的知識

份子那²尤其顯著，這一慣習使得他

們可以「從他們自己的文化資本和空閒

時間取得最大的利益，同時盡量減少

花費開銷」。像教師這樣的知識份子，

他們的「經濟能力很少能與其趣味要求

布迪厄強調，儘管現

代社會中的不同場域

具有相對獨立的自足

性和競爭規則，但不

同場域之間存在r可

以相互參照的同型

性，他用「慣習」來解

釋這些同型關係。慣

習是一種集體性的、

持久的、規則行為的

生成機制。布迪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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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禁欲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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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配，這種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懸

殊使得他們不得不成為貴族禁欲主義

者（一種頗為寒酸的盡量不浪費的『藝

術』生活方式）」bk。布迪厄所說的知識

份子慣習不是本質的，而是相對而言

的，不是意志主導的，而是由客觀生

存條件形成的。對於知識份子的客觀

生存條件，布迪厄尤其重視他們文化

資本和經濟資本間的矛盾，而這兩種

資本又都與現代社會中的權力爭奪有

x極為密切的關係。

知識份子的階級和權力特徵

布迪厄區別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

級的標準是前者佔有寶貴資源的優

勢。但是布迪厄所說的統治階級的內

部還有區別，原因是內部的經濟資本

和文化資本分配不均。例如，文藝人

士、科學研究者和教授等擁有豐富的

文化資本，而工商企業家則擁有雄厚

的經濟資本，這兩種人之間存在x優

劣、上下位置之爭。布迪厄認為，經

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間存在x強弱優

劣之別，而佔有文化資本的知識份子

所代表的實際上是統治階級中「被統治

部分」，或者「權力場域中的被統治一

端」bl。就其階級地位而言，知識份子

處在既統治又被統治的矛盾地位中。

他們隸屬於統治階級是因為享有文化

資本的權力和優惠。他們有力量是因

為他們有能力提供或顛覆社會秩序的

合法性。但是，他們卻不得不受支配

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者的統治。從根

本上說，文化資本對於經濟資本的獨

立自足性只是相對的，遠不如精神生

活崇尚者所誇大的那麼完美超然。

儘管知識份子在權力爭奪中扮演

x重要的角色，但布迪厄並不認為他

們構成一個特別的社會階級。某些文

化資源確實使知識份子形成了與政

治、經濟權力爭奪獨立自足的能力，

但這尚不足以形成一種階級基礎。在

知識份子行為最活躍的場域中（文藝、

科學、教育、司法、企業管理等等），

文化和經濟資本互動關係多有不同。

即使在同一場域中，知識份子也有上

下、尊卑、優劣的佔位之別。這些都

使得普遍知識份子階級無法形成。布

迪厄反對僅僅以階級地位來衡量知

識份子的立場和行為。他認為，「一切

知識份子之所以為知識份子，首先是

因為他們在知識份子場域內佔據x要

位」bm。這種要位不一定是顯要，而是

有分量。知識份子乃是在知識場域內

有爭奪能力者。

知識份子場域成員間的爭奪，首

先集中在場域內發言的權威性，有了

這種權威，就能規定甚麼是場域內具

有合法性的文化產品。在種種知識

份子場域中，上下、優劣、尊卑的位

置區分特別重要。這種佔位的差別

和對立是由文化和象徵資本的不平等

關係所造成的bn。布迪厄把上下佔位

的區分看作是享有尊位的知識份子

和他們的挑戰者之間的對立。這兩種

知識份子的策略間有保守和顛覆的區

別。布迪厄稱前者為「正統」，後者為

「異說」。這兩種知識份子分別以韋伯

（Max Weber）所說的「先知」和「教士」

為象徵原型bo。布迪厄在這二者間看

到的是「文化創造者」和「文化守護者」

的區分和對立，前者創造新形式的知

識，後者則再生和傳承具有正當性的

知識。就職業區別而言，這種對立往

往存在於教師和研究者之間，也存在

於教授和獨立知識份子之間。一者力

求維護現有的象徵資本，另一者則謀

求能取代它的新型象徵資本。

在種種知識份子場域

中，由於文化和象徵

資本的不平等關係，

造成了上下、尊卑的

位置區分。布迪厄把

上下佔位的區分看作

是享有尊位的知識份

子和他們的挑戰者之

間的對立。這兩種知

識份子的策略間有保

守和顛覆的區別。

布迪厄稱前者為「正

統」，後者為「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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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別則經常呈現為先行者和新進者之

間的對立。前者佔據x文化權威的位

置，在文化場域中享有相當的位置優

勢，後者則正在尋求立足點，以圖崛

起。布迪厄看到，這種衝突往往具有

隔代性，輩份代溝往往也成為既定秩

序代表和求變者之間的分野bp。

布迪厄認為，知識份子並不構成

一個統一的整體，在爭奪象徵合法性

的鬥爭中，知識份子之間存在x嚴重

的等級分歧。知識份子的場域內爭奪

和場域外爭奪是不同的，這兩種爭奪

是在知識份子生產的兩個不同範圍內

進行的。前者是在同行內部的有限範

圍內，而後者則是在大眾文化市場的

大範圍中。這兩個範圍的區別也是精

英市場和大眾市場的區別。對於知識

份子來說，有限範圍內文化生產和爭

奪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為它的關鍵

是專業合法性。藝術和科學都是非常

專門的文化市場，這些文化市場參與

者所爭奪的不僅是同僚的認可，而且

還是設置標準及合法性的權威bq。知

識份子場域之所以能獨立於政治、經

濟權力場域，能把自己與它們相區

別，全在於其掌握了自設標準和合法

性的能力。

在布迪厄那²，「區分」是一個重

要的概念。區分不僅是知識份子場域

與政治、經濟場域保持距離、確定獨

立性的手段，而且更是知識份子場

域內變動的根本動力。知識份子爭求

個別特性的要求尤為強烈，對於知識

生命來說，沒有特色就意味x不存

在，「要存在就得有區別，也就是說，

佔據特定的、與眾不同的位置」br。求

特色，也就是佔位。這是知識事業的

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布迪厄指出，

在知識份子的世界²，一個人所佔的

位置與他的事業利益是息息相關的。

誰佔到好位置，誰就容易發表著作，

得到好評，被人引用，贏得獎項，在

學術機構中得以升遷、身據要津、享

有領導地位等等。這種場域內利益

之爭就是場域內政治。方法、理論往

往是知識份子場域內政治角力最得力

的武器。運用新方法和新理論，這並

不是甚麼超然於實際利益爭奪的純學

術行為，「理論、方法和觀念看上去是

對科學發展的貢獻，但也是『政治』手

段，目的是為了建構、恢復、加強、

保護或者改變象徵統治關係的現有結

構」bs。

知識的自由和知識份子政治

儘管布迪厄對知識份子的社會文

化分析明顯地側重於結構體制限制、

資本轉換和利益爭奪，但他並沒有忘

懷自由這個與知識份子不可分割的問

題。布迪厄堅持知識的自由，但他並

不認為這種自由表現為完全的超脫或

全方位的介入。他認為，自由是一種

人類在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價值，而這

一價值的最高表現便是科學（特別是

「社會學」）。在布迪厄那²，科學的自

由有兩個表現，一是科學本身可以成

為一種不受政治、經濟限制的獨立思

想活動，二是科學實踐可以成為一種

不受政治干擾的、具有獨立政治作用

的社會行為。從理論上說，這種類似

科學主義的自由觀並不具充分說服

力，因為布迪厄自己就在不斷提醒人

們，科學行為有自身的利益，並不中

立，科學場域也不可能完全獨立於政

治權力場域。在這種情況下，又怎麼

可能出現完全自由的社會科學或知識

份子？

布迪厄指出，在知識

份子的世界Ý，一個

人所佔的位置與他的

事業利益是息息相關

的。誰佔到好位置，

誰就容易發表著作、

在學術機構中升遷、

享有領導地位等。這

種場域內利益之爭就

是場域內政治。方

法、理論往往是知識

份子場域內政治角力

最得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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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實踐上說，布迪厄強調科

學和科學實踐的自由卻仍然具有實際

意義。在題為〈不安分的科學〉的訪談

中，布迪厄特別指出，人們是否可以

從事具有自由批判性的社會科學，這

並不完全取決於社會科學本身，而是

「取決於它和社會世界的關係，取決於

它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他指出，像

在前蘇聯這樣的極權專制社會中，社

會學就根本無法起到自由批判的科學

作用，「那些自稱是社會學家或經濟學

家的人只不過是社會工程師」，他們所

起的作用充其量不過是為政府部門提

供一些政策配方。布迪厄所說的具有

自由精神的社會科學與這種奉旨社會

學恰恰相反，它是一種拒絕為政治權

力服務的科學，一種旨在揭露社會權

力不平等結構和再生機制的批判性知

識，一種讓知識份子自己認清與當權

者可能的互利關係的冷靜思考bt。

要了解布迪厄在知識的自由和知

識份子的政治作用這兩個關鍵問題上

的立場，最好的途徑也許並不是通過

他對社會學的科學主義解釋，而是通

過他在知識份子政治角色問題上與另

一些觀點的實際區別。在這一點上，

布迪厄所極為重視的區分原則也適用

於他自己。在布迪厄那²，科學知識

份子是知識份子政治的核心，知識份

子應當以科學的名義，為維護知識場

域共同利益而介入政治。

布迪厄的科學知識份子主要和五

種知識份子政治角色有所區分。第一

種是與精英文化保¢者的區分。布迪

厄對傳統精英文化¢士和象牙之塔的

大學不以為然。與那些以尊奉和傳承

精英文化為己任的僧侶型的教授相

比，布迪厄自己就是先知型的學者。

第二種是與為統治者利益服務者的區

分。布迪厄批評技術官僚用科學為官

僚國家政治服務，也反對科學工作服

從於統治者的特權利益。第三種是與

下層和弱勢群體代言人的區分。左翼

知識份子習慣於把自己看成是群眾的

關護者，說是關心和了解他們的疾

苦，實際上是以他們的代言人自居。

布迪厄拒絕這種恩主式的左翼積極份

子政治角色。在他看來，知識份子和

下層群體並不共有相同的利益。第四

種是與進步政黨同路人的區別，這也

是左翼知識份子經常自誇的政治作

用。在法國，尤其是在冷戰時期，左

翼知識份子以同路人的身份一方面支

持左派政黨，一方面又與其組織和基

層運動保持某種距離。第五種是與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式的「有機

知識份子」的區分。「有機知識份子」

主要是指那些與工人階級結為一體，

表達工人階級集體認同和利益的知

識份子。在布迪厄那²，知識份子是

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部分，知識份子

和工人階級的結盟只是因某種被統

治的同型性，並不是因為這二者有

相同的利益或慣習而可以有機地合為

一體ck。

布迪厄心目中的真正的知識份子

是以「社會學家」為基型的知識份子。

他認為，「社會學的特殊處在於它的研

究對象是各種爭奪的場域——不只是

階級爭奪，而且是各種科學爭奪本

身。同時，社會學家本身就處在這些

爭奪之中。在階級場域中，他是某種

經濟和文化資本的佔有者，在文化生

產場域中，更確切地說，在社會學這

個小場域中，他還擁有某種特別的（專

業）資本」。作為知識份子的社會學家

應當對自己的社會位置保持高度的清

醒，他的知識政治永遠與這些複雜而

多重的社會位置息息相關cl。因此，

布迪厄不認為社會學家可以成為全方

布迪厄堅持知識的自

由，但他並不認為這

種自由表現為完全的

超脫或全方位的介

入。他所說的具有自

由精神的社會科學是

一種拒絕為政治權力

服務的科學，一種旨

在揭露社會權力不平

等結構和再生機制的

批判性知識，一種讓

知識份子自己認清與

當權者可能的互利關

係的冷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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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Paul Sartre）這樣的全方位知識份

子已成為一種極具影響或者甚至具有

規範意義的模式。全方位知識份子對

社會中發生的大小事件都會義正詞嚴

地表明態度，布迪厄對這種事事通曉

的知識份子甚不以為然。在他看來，

這不是作為科學工作者的社會學家應

當或能夠扮演的角色。社會學家的專

業知識畢竟有限，不可能涉及一切領

域，而高談闊論的聖賢作風只會造成

某些智者可以超脫社會權力現實的假

象。而且，事事表態看上去是關心公

眾事務，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在知識場

域內的表現手段和佔位方略。在布迪

厄看來，知識份子表述政治立場，最

要不得的就是運用學術之外的手段，

如媒體轟動效應，借助政治正確性，

或利用大眾情緒等等cm。

布迪厄所說的科學知識份子與他

自己的政治行為甚為一致。布迪厄關

心公共事務，但不熱衷於拋頭露面。

他很少參加簽名表態或遊行集會這類

活動，也不公開為左派政黨或工會聯

盟站台打氣。儘管布迪厄聲名卓著，

並任法蘭西學院社會學教席教授，但

他在媒體的曝光率卻遠不及他的一些

同行，如杜蘭（Alain Touraine）和莫林

（Edgar Morin）。他也不特別投入像環

保、婦女、少數族裔或和平這一類社

會運動，這使得他和關心精神病患

者、罪犯和同性戀者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很不相同。法國有不少知

識份子在50年代參加共產黨，如拉

杜利（Emmanuel Le Roy Ladurie），或

在1960年代參加極左組織，如格魯克

斯曼（André Glucksmann），而在1970年

代和1980年代又變成激進的反共人士。

布迪厄和這些知識份子不同，他一直

是一個左翼知識份子，直到1981年法

國社會黨執政，他從來沒有在批評統

治法國的保守政黨的問題上有所動

搖。儘管他多年來一直與法國社會黨

和法國社會主義工會保持聯繫，但他

對社會黨壓制反對者權利的做法還是

照樣持批評態度。無論是對左派還是

右派政治勢力，他同樣反對它們在法

國政治生活中建立和依賴的技術官僚

組織結構。1981年，布迪厄與福柯一

起發起公開抗議，反對社會黨密特朗

政府在波蘭軍方鎮壓波蘭團結工會事

件上採取的不干涉政策。1993年，他

主編了《世界的重負》cn一書，批評社

會黨忽視法國社會福利。

然而布迪厄卻並非一個純反對型

的知識份子，他並不完全拒絕參與

社會改革的實際事務。儘管他反對

知識份子為政治權力服務，但他本人

也曾為社會黨的密特朗政府提供幫

助。1985年，他應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邀請，起草了一系列教

育改革大綱。1988年，羅卡（Michel

Rocard）出任法國總理，布迪厄接受了

教育課程研究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並

對法國教育課程提出了不少建議。從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他越來越多地

在電視、報刊上接受採訪或發表文

章，也更加頻繁地到歐洲國家、美國

和日本出訪和講學。這些都在相當程

度上建立了他的公眾知識份子的形

象。費希特（J. G. Fichte）說過，甚麼

樣的哲學家做甚麼樣的哲學co，我們

也可以說，甚麼樣的知識份子提甚麼

樣的知識份子理論。這對布迪厄可以

說是很合適的。我們大可不必把他關

於科學知識份子的理論當作一種人人

應當遵行的模式，因為並不是人人都

有可能成為具有布迪厄那樣的經歷、

成就和影響的知識份子。即使是在法

國傳統中，可以成為知識份子表率

布迪厄心目中的真正

的知識份子是以「社

會學家」為基型的知

識份子。在法國傳統

中，像薩特這樣的全

方位知識份子已成為

一種極具影響的模

式。但布迪厄對這種

事事通曉的知識份子

甚不以為然。在他看

來，事事表態其實不

過是一種在知識場域

內的表現手段和佔位

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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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遠不止布迪厄一人，薩特、加繆

（Albert Camus）、福柯都是這樣的知識

份子。儘管他們的遭遇、經歷和社會

實踐與布迪厄不同，但就言行一致、

我行我知而論，他們其實又何嘗不能

說是屬於同一群體的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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